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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尔里希·贝克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风险思想。他认为现代技术风险具有高度隐蔽、不可感知；不可计算、难以预测；后果不可逆、无法补偿；跨越时空界限等特征。其成因并非确定性的知识，而是无知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他进一步指出，“亚政治”与跨界治理是现代技术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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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of Technology Risk of Ulrich 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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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Ulrich Beck contains abundant thoughts of technology risk. He believes that modern technology risk has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 degree of risk hidden, imperceptible, incalculable, unpredictable, irreversible consequences, uncompensated, across the boundary of time and space and so on. The risk is caused by “unawareness” and “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So, in order to avoid technology risk, som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including “sub-politics” and “trans-bounda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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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充斥着各种天灾，人类在知识匮乏的前提下，往往不是逆来顺受，就是诉诸巫术、风水、占卜乃至宗教仪式祈求平安。现代性以降，技术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倍增，取得了物质层面的无上繁荣。但技术是把双刃剑，人类自以为可以控制自然、不再受制于肆虐的天灾时，“人造”的技术风险问题却不断凸显，成为反制于人类的力量。尽管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充斥着各种天灾人祸，但它们并未被贴上风险社会的标签。反而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人类推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透过观察全球风险，提出影响深远的风险社会理论。同年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与其理论意外呼应，更引发了许多学者对风险议题的关注。风险社会主要是指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核技术、纳米技术等现代技术——带来的难以辨识、确定、防范与规避的风险，这些风险从根本上动摇了工业社会的规范、价值及秩序信仰的根基。贝克认为，技术与风险社会互为因果，一方面技术成为推动人类步入风险社会的动因，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主要表征为技术风险。贝克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风险思想，本文立足风险社会理论，主要沿着以下几个思考点梳理其技术风险思想。首先，探讨贝克如何界定技术风险？其次，贝克如何分析现代技术风险的成因以及现代技术风险规避何以可能？最后，归纳贝克技术风险思想有何价值以及有何不足？
1 技术风险：文明的风险
风险属于介于安全与危险之间的可能性范畴，其具有二重性，不仅意味着潜在的不确定威胁，而且与机遇、收益紧密相联。在“财富分配逻辑”支配的境遇下，风险的积极面被无限放大，而消极面却被刻意淡化。纵观人类史，在任何时代，风险无处不在，但传统社会、工业社会的天灾人祸并非贝克讨论的重心。贝克所定义的技术风险，乃是工业社会晚期人类追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1]134如核辐射、转基因食品以及温室效应等等。“从根本上说，瘟疫、饥荒、自然灾害这些人间悲剧与我所要分析的‘风险’完全不同，因为这些人间悲剧并不是基于人们或人类的某些决策而产生的，或者说得更为专业一些，它与人类作出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的决策因而承担的相应的风险完全不同。”[2]28简言之，贝克所关注的乃是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风险，他称此为“文明的风险”。文明的风险把人类推向了“活火山”，并终将反噬制造风险的社会。与此同时，贝克认为技术风险的内涵随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具有强因果联系性、弱不确定性与可感知性特征，因而其威胁主要体现于客观层面。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不只局限于客观层面的自然风险，还包含个体的心理状态、价值判断以及社会层面开放的、多元的政治、文化建构。就个体层面而言，风险认知将决定个体的思想与行动，不同个体对同一风险可能忽略不计，亦可能反应过度，技术风险因人而异，“一会儿表现为虫，一会儿表现为龙，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和兴趣状况。”[3]76就社会层面而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大众媒体、技术系统脉络将影响社会的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生成。综上，贝克对技术风险的界定包含三个要点：（一）风险属于可能性范畴，其贯穿整个人类史。但自然风险（如地震、飓风）、熟知的风险（如车祸）并非贝克研究的核心，贝克所关注的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技术“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亦即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风险；（二）技术风险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工业社会“财富分配逻辑”凌驾于“风险分配逻辑”，致使技术风险的积极面被无限放大，消极面却被刻意淡化；（三）技术风险不但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同时是主观建构的结果。
在贝克看来，现代技术风险与工业社会熟知的风险本质上存在极大的差异。（一）高度隐蔽、不可感知；传统技术系统复杂相干性、隐蔽性程度较低，因而风险易被直接感知。“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4]18（二）不可计算、难以预测；传统社会风险通常是可计算、可计量、可预测的，并且可透过福利手段或保险形式抵消风险。但现代技术风险的因果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线性联系，而变成极为复杂、难以驾驭非线性相干。不仅不可计算，“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 ，[4]20而且难以预测，“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4]20（三）后果不可逆、无法补偿；自然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传统许多污染并未超越自然的“阈值”，因此，并不对生态系统产生结构性的破坏。而现代技术风险概率虽小，但后果却相当严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4]20另外，传统的保险、福利机制对现代技术风险失去了正当性，补偿机制“不包括低概率但高效果的未来技术各种形式的风险。”[3]4（四）跨越时空界限；传统社会的风险及其后果局限于某个区域，而现代技术风险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一方面，现代技术风险的后果不只对代内产生伤害，可能牵连下一代。有的技术风险，比如转基因食品，其影响甚至可能在未来几代才能体现。另一方面，现代技术风险与全球化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国家之间交流频繁，这造成技术风险的影响不再限制于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而迅速扩散至世界各地，形成“世界风险社会”。可以说，现代技术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它们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4]21同时“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3]3
2 现代技术风险的成因
贝克认为，现代技术风险的成因并非确定性的知识，而是无知（unawareness）无知涉及多个领域，除了专家以狭隘的实证主义解释无知之外，还包括政府的无知、媒体的无知以及公众的无知等。此外，他还指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也是现代技术风险的风险源。
2.1 无知
在贝克看来，知识创造并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动力及冲突，知识的快速更新是现代社会的表征。启蒙运动以来，知识与理性系统地构建对自然和社会的秩序，推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兴起，并逐步演进为现代知识的正统。然而，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启蒙运动高举的怀疑、批判、多元思维退变为强调控制、计算的实证主义演化观，单一线性理性成为主导，价值理性逐渐式微。贝克将以单一线性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称之为第一现代性，第一现代性“基本上指从17、18世纪的工业现代性始，到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期。”[3]180“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和控制能力、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3]2成其主要特征。但20世纪中叶以来，无数始料未及的技术风险动摇了第一现代性的根基，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其正当性面临极大的挑战。吉登斯、贝克等社会学家认为，工业社会正过渡至一个新的阶段，经由另一现代性形式消解与替代。“线性现代化结束而非线性现代化（我的意思是‘反思的’）开始了。”[3]163不过吉登斯与贝克对知识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尽管吉登斯意识到专家系统的失范以及不确定性的技术风险可能瓦解公众对现代社会的信任，从而引发存在的不安全之“脱域”，但他所主张的反思现代性仍强调知识作为维系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地位，因而对普遍知识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也就是说，吉登斯基本上对知识、技术和专家系统仍寄予厚望，强调它们虽存在不足，但可以透过反思、修正，再嵌入辩证、变动的现代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吉登斯是以较为乐观的态度看待现代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建构。贝克则与之相反，他从根本上质疑与批判以知识为基础所建构的工业社会的正当性，试图推翻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强化的知识具有进步正当性的论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技术风险的根源并非在于透过知识的反思来建构世界，而在于单一线性理性运用知识所造成的无知，即“无法预测的结果”，“‘无法预知的结果’因此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负面的）认知意向。”[3]166
知识作为工业社会的动力，却衍生出许多不确定性的技术风险。因此，有限的知识造成的大量的无知，成为技术风险的成因。无知涉及多个领域，除了专家以狭隘的实证主义解释无知之外，还包括政府的无知、媒体的无知以及公众的无知等。与确定性的知识相反，无知属于可能性范畴，指尚未了解的（not-yet）知识或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的（no-longer）知识。[3]161贝克详尽梳理了无知的几个类型[3]159：（一）对风险知识选择性的接受与传播；（二）知识的不确定性；（三）误解和错误；（四）认知的无能（inability to know）；5.不愿认识（unwillingness to know）。可以说，以上五种类型的无知及其相互组合构成现代技术风险的重要成因。第一，就第一种无知类型而言，无论是政府、专家、企业还是媒体、公众都会对风险知识选择性的接受与传播。政府、专家、企业在权衡利益与风险时，往往倾向前者，放大技术的经济效益，而刻意忽视与掩盖可能产生的威胁，联袂打造封闭的“技术王国”。[2]43贝克将忽视、隐瞒、选择性地接受与传播风险称为“积极的无知”。[3]166另外，媒体作为政府、专家的“喉舌”，受意识形态支配。公众则选择性地接受与过滤政府、专家、媒体传播的风险信息，形成独特的风险认知与价值判断。第二，专家长期信奉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真理来源，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专家从有限的专业知识领域解释、控制、计算无限的无知，“但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确是第一次让广大的社会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无法解决也难以回避的这一现实危机。”[2]43另一方面，不遵循科学不确定性原则，科学理性容易脱离社会理性的制约，形成独大的局面，造成科学研究没有制约、没有禁区。同时独大的科学理性强化了专家取得实验研究与应用推广的正当性，并合法地掩饰技术可能致使的社会、伦理、生态等层面的风险。贝克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试错过程，而现代技术严重的不确定性后果本质上不允许试错。由于风险周期较长，一些技术未经充分观察、实验、研究已投入生产。科学实验的逻辑被彻底颠倒了，“不再是先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投入生产，而是先制造出来，然后再进行研究”，[2]44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将与实验室没有区别。”[2]44第三，忽略广泛多元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沟通往往形成对技术风险的误解和错误的判断。以转基因技术为例，“挺转”与“反转”误解的根源在于两种范式的冲突，前者基于技术理性，后者基于价值理性，前者呵斥后者不懂技术，后者反驳前者缺乏价值关怀。两者消除误解的根本路径在于构建透明开放、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对话机制。第四，认知的无能一方面包括专家认知的无能，由于当代学科划分的精细化，每个专家只能提供特定领域部分专业知识与意见，但专业知识究其本质并非普遍的绝对真理，而是可争论的。因此，可争论的专家与专家知识无法为社会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另一方面是公众认知的无能。公众虽能意识到技术风险，但由于专业知识的复杂性，只能诉诸抽象的专家系统。第五，不愿意认知是误解固化的结果。专家、公众固守旧有的偏见，彼此无意欲展开沟通，长期互不通约。就转基因技术而言，“挺转”与“反转”分庭抗礼、争论不休无助于转基因技术风险的规避，更有甚者，把转基因食品比作“弗兰肯斯坦食品”，并要求立刻“停转”。事实上，“挺转”与“反转”的非理性之争毫无意义，当务之急，应该正视转基因技术，重视相关制度建构，同时加强监管力度。贝克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回答是否有风险，因为这些风险我们已经相信它的存在，并且相信它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而是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去面对风险，如何去规避风险的问题。”[5]
2.2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贝克在《解毒剂：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一书中，针对现代技术风险在制度层面盘根错节的现象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范畴。贝克指出，政府、专家以及企业等风险责任主体所建构的管理制度饱受形式主义诟病，各种技术风险防范措施形式上至臻完美，每个责任主体都设有相应的责任承担，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只是敷衍了事，“人人都是责任主体”、“集体全部负责”实质上变成了“人人都不是责任主体”、“集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概念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制度怎么样和为什么不可避免地承认灾难的真实存在，同时又否认其存在，掩藏其起源并排除补偿或控制。”[3]191具体来说，至少要从两个层面深入理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技术风险监管主体职责不清与技术风险制造主体的多元性导致风险承担主体的虚伪与缺位。
2.2.1 技术风险监管主体职责不清
现代社会制度联系紧密，各监管部门的职能与所承担的责任存在许多交叉与重复。不同部门各自为战，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协调与应对技术风险，更难以承担防范与处理风险的责任。此外，制度缺陷为责任主体转嫁、推卸责任提供了可能。“迷宫式的公共机构都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可以获准离职以便摆脱责任。”[6]143因此，庞大复杂的监管机构责任承担的模糊性造成了“没有人或者所有人都是主体。”[6]146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在这种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查明谁该负责的。”[6]143贝克指出，专家系统通常通过这几种手段应对技术风险。第一，制定“可接受值”。然而，“可接受值”忽略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饮食习惯等诸多因素以及毒物的累积效应与协同效应。正如贝克指出，制定“可接受值”本质上为“虚伪的欺骗”，“可接受的值使一种集体标准化的毒害的永恒定量成为可能。”[4]77第二，专家系统深谙解毒政治，巧妙地掩盖风险，但“风险愈少为公众所认知，愈多的风险就会被制造出来。”[3]185此外，当技术风险无法掩盖时，技术官僚通常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其亲身体验——比如公开试吃有争议食品——消解公众的疑虑。第三，通过伦理、道德、法律等手段制约责任主体。但贝克指出，寄希望于用伦理道德、法律体系规范责任主体“如同希望用自行车的制动刹去刹住正在进行洲际航行的飞机一样”，“就只能成为一种永远不可企及且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和奢望。”[2]40
2.2.2 技术风险制造主体的多元性导致风险承担主体的虚伪与缺位。
传统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赔偿、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面对现代技术风险失灵了。贝克通过分析铅水晶厂案例发现，水晶厂周围居民虽饱受皮肤疹、头痛、呕吐的折磨，但政府并不能给铅水晶厂定罪，因为居民附近还有另外三家玻璃厂与铅水晶厂排放相同的污染物。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责任承担。这便造成“污染越多越是无罪”，[3]73从而变相助长了技术风险制造主体利用法律的“真空地带”从事“有组织地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活动，这意味着技术风险的制造者非但责任的承担者，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3现代技术风险的规避路径
在贝克看来，无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非不可克服，因为风险社会内在的自反性能够促使社会自我反省，并推动社会的变革。他认为，“亚政治”与跨界治理是现代技术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

3.1 亚政治
现代技术风险具体化的危害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为危害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为公众面对技术风险威胁不知所措的个体化行动之困境。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现代技术风险正是工业现代化的后果。传统政治受功利主义支配，表现出绝对的“权威——控制”，实证主义原则成为应对与规避技术风险的“万能法宝”。与此同时，传统政治忽视公众的价值诉求与意见反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然而，“不确定性导致了文化和政治的动态变化，削弱了国家官僚机构，挑战了科学的权威，重新划定了当代政治阵营和界限。”[7] 因此，必须进行“政治再造”来化解不确定性的现代技术风险。贝克诉诸一种介于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亚政治”。“技术——经济发展落到了政治和非政治之间。它成为获得了一种亚政治（sub-politics）的不稳固的混杂地位的第三实体，在其中凝固了的社会变迁的范围与它们的合法化相反地变化着。”[4]229所谓“亚政治”，是指脱离与超越“政府——国家”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它通过改变政治活动的规则和边界建立起政治自由，自下而上地进行政治实践。“亚政治”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因此，传统政府、专家狭隘地闭门磋商、暗箱操作必须转化为广纳非政府组织（NGOs）、公众以及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对话。
非政府组织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当今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在协调专家系统与公众关系间展示其政治上的臂力。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对专家系统的决策形成了有力监督。贝克对绿色和平组织进行了案例分析。他高度肯定绿色和平组织的作用，不仅监督与制止了一些大型公司生态破坏的行径，比如1995年成功阻止壳牌公司试图在海洋处理废弃石油装置。而且直接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比如参与法国希拉克政府重启核试验的政策讨论。贝克指出，跨越国家、经济、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没有对手和反对力量的“无敌政治”。[3]51“世界公司和国家政府的活动正在变得屈从世界公共领域的压力。”[3]53“亚政治”同时赋予了公众极大的权力，公众不再被认为是“局外人”。在贝克看来，现代技术风险打破了阶级界限，风险面前人人平等，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所有人最终都无法逃避风险。因此，风险规避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是决定者，都拥有“技术公民身份”[3]54与参与风险决策的权力。公众参与风险决策彰显了公开透明的程序正义，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制度与文化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不仅是理解与认同现代技术风险的过程，同时也是克服“非理性”、凝聚共识以及建立自我风险理性的过程。此外，“亚政治”还强调媒体的重要性。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只要赋予媒体足够的新闻自由，让其充分曝光有关技术风险议题，就能够促使专家系统迫于压力正视技术风险，不再让政府或专家技术理性垄断风险。“大众传媒对风险关注得越普遍，风险感知打破界限的政治力量就越大。”[1]136总之，“亚政治”是一种“直接政治”，既是政治的非政治化，又是非政治的政治化。它强调多元主体参与，自下而上地塑形社会，是现代技术风险规避与整合的重要手段。
3.2 跨界治理
贝克指出当今全球主要面临着三种技术风险。[3]44-45首先是财富驱动的生态破坏，发达国家饱受臭氧空洞、温室效应、转基因食品等无法预见、无法衡量的技术风险折磨。其次，贫穷驱动的生态破坏。发展中国家迫于经济压力，不仅充当发达国家的“垃圾桶”，而且大力引进其淘汰的技术，加剧了生态破坏。最后，核、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及其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扩散成为全球新的风险源。以上三种类型全球化技术风险所引起的争议不只局限于科学层面，同时引发伦理、道德、法律等社会层面的争议。这些与现代技术紧密联系的各种全球化跨界风险治理不仅需要不同学科的参与，而且需要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因此，跨界治理的内涵包含：一方面跨越学科边界，广纳不同学科专家参与风险治理；另一方面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构建跨国的治理机制。
现代学科专业划分不断细化导致不同领域专家认知的局限，所谓“隔行如隔山”，某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在其他领域可能是个“门外汉”。因此，跨越不同学科的现代技术风险需要多领域专家的跨界合作。就是说，现代技术风险治理不能仅局限于同行专家之间的相互沟通，还应广纳其他自然科学专家参与讨论，从不同的知识领域设计安全性评估方案。与此同时，伦理、社会、哲学、法律等专业的专家参与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对现代技术风险不同的评估领域与范畴的见解。此外，科学家不能再以专业之名排除公众、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其它风险主体，外行的风险感知、实践经验一定程度上是对专家知识的补充。贝克深刻地指出，“如果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所有核心问题，那么，各种持不同意见者、各种被列入另册的其他专家、各种各样的跨学科研究者以及那些有别于曾经得到系统发展之各种途径的其他途径的开脱者将不得不联合起来。”[8]
现代技术风险的既具有区域性，但同时又跨越了民族国家界限，全球扩散。世界风险社会已将人类凝聚成“共同的命运所组成的共同体”。[9] 并且“世界风险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历史性的关键逻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它的所有问题。”[1]137面对跨国的现代技术风险，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政治变革的需求。不仅要加强跨国、跨地区合作，而且要逐步建构与全球各地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形成跨国的治理机制。贝克提出“跨国国家模式”[10] 应对全球化技术风险。在这种模式中，相互排斥的民族国家被国家联邦的框架所替代，国家联邦既是独立国家又是合作国家，本质上是以合作国家为基础的独立国家，欧盟是国家联邦的典型。贝克认为，各民主国家应同心协力致力于两方面合作：其一，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不能让跨国公司为所欲为地制造风险。其二，立足世界主义者宣言完善区域政治，推进全球“技术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世界主义社会，必须进行一种政治的再创造，创立新政治主体，构建‘世界主义党’。这些党将超越国界，代表跨国利益，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11]64
4 贝克技术风险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贝克基于现实但却又超越现实思索未来何以可能，这种以经验事实为根基的前瞻性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共鸣。与此同时，疯牛病、福岛核泄漏、转基因食品恐慌等技术风险事实与其理论遥相呼应，更彰显其思想的重要价值。但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并非解决当今全球技术风险的“万能钥匙”，其相关论述还存在不足，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4.1贝克技术风险思想的价值
贝克技术风险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就理论层面，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拓宽了技术哲学的研究边界。技术哲学界长期关注“技术异化”、“技术双刃剑”、“技术的负效应”等范畴，侧重研究技术发展产生的既有的不利影响，但对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关注不够。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无疑开拓了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的视野。贝克认为，第一现代性正不断激化，经由第二现代性所替代。第二现代性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技术风险，人类正踏入被现实遮蔽的未来。因此，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确定性范畴的分析，同时要将研究领域延伸至影响人类生存之根本的不确定性技术风险，即要对技术产生的次级影响、潜在威胁展开研究。这就意味着技术哲学研究既要着眼当下，又要放眼未来。既要区域分析，又要具有全球视野。
贝克技术风险思想在实践层面也具有重要的启迪。韩国学者Chang结合第二现代性的普遍性与东亚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了“压缩现代性”[12]（compressed modernity）范畴。他指出，后进追赶型国家在后进追赶（late-coming catch up）与快速压缩（accelerated compressed）的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并在处理技术风险问题时展现出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复杂性。其原因是：一方面，后进追赶型国家只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的先进技术，并未形成对其反省、批判的思维，很可能直接导致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与忽视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后进追赶型国家科技制度建设滞后，缺乏相应的风险沟通程序，一旦技术风险爆发，专家系统要么直接掩盖真相，要么对其置之不理，最终酿成信任危机。中国属于典型的后进追赶型国家，其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压缩现代性”问题，不仅要应对第一现代性工业化的技术异化，同时要应对第二现代性的技术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在尚未建立第一现代性的时候，已经不得不面临第二现代性的后果了。西方历时性的技术问题在中国共时性的显现，给当下技术风险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无疑为中国技术风险治理提供了启示：第一，要摒弃传统工业社会自上而下、专家系统主导的决策模式，广纳非政府组织、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风险决策。第二，在经济新常态下，重发展、轻风险，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准绳的发展模式失去其正当性，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数量，更要注重质量。同时预警原则要替代举证原则，时刻警惕有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现代技术风险。第三，传统隐匿以及依赖实证主义处理技术风险的手段造成专家系统与公众之间更大的隔阂。专家系统重塑信任不仅要加强透明开放的风险文化建设，同时要构建富有弹性、具有韧性的风险防范制度。
4.2 贝克技术风险思想的局限
贝克技术风险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制度主义者，贝克着重从制度层面探寻技术风险的成因，但他忽视了技术风险的必然性分析。技术受制于客观自然规律，任何技术都无法游离于客观自然规律而自发的演进。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自然界某一问题在消解的同时，又必将产生新的问题，许多问题的消解只是一种危机的转嫁。因此，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技术，技术风险具有必然性。另外，贝克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分析不足，他看到了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力指数级增长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技术风险，但并未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与技术风险的联系，对资本的逐利本质缺乏深入剖析。
贝克对技术风险规避的路径分析同样存在局限。“亚政治”与跨界治理在现实中能否担负起规避与整合技术风险的重担？事实上，贝克所构建的“亚政治”、跨界治理乃是技术风险规避之“应然”，对风险社会之“实然”未免过于理想化，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首先，贝克寄希望于非政府组织，但许多非政府组织并非纯粹的第三方公益组织，其受不同政治团体、利益集团左右，社会运动变相成为各种交互牵引的非政府组织争夺有限资源的场所，而真实的社会利益、价值诉求反被忽视。其次，贝克诉诸于媒体自由，但媒体却成为当今社会新的风险源。媒体不仅拥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并且政府或企业更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干涉媒体报道。此外，当今新闻事件快速更替、媒体竞争日趋激烈，不同媒体为收视率、点击率不惜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博取关注，而他们并不需要对造假负责，也不会承担相应的惩罚。这必然导致：一方面对技术风险污名化，比如故意给转基因技术冠以恶名，造成公众认知偏差。另一方面，充当“风险放大站”，扭曲与夸大技术风险，制造社会恐慌。最后，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跨界治理立意虽新，但在实践层面困难重重。不同民族国家价值理念、经济利益存在冲突，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就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至今，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制造出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却不愿意正视历史与现实，主动承担“减排”的责任，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率先“减排”。双方长期针锋相对、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却始终无法达成实质性的“减排”共识。综上，尽管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存在不足，但其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远远超过其存在的局限。他对技术风险的独到见解对于饱受“压缩现代性”困扰的中国探寻与制定风险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因此，充分挖掘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并建立技术风险研究的‘中国话语’和‘中国范式’，是一项紧迫而有意义的工作。”[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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